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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不同於以往文獻上針對中國大陸所得分配與不均度的探討方式, 本研究採用中國大陸

1986 年、 1997 年與 2006 年三個年度間的 「城市住戶調查」 資料, 從家戶特性變化

的角度切入, 仔細探討沿海區域與內陸區域城市間的家戶總所得分配變動與差異。 為

了解區域之間所得分配的差異性, 我們除了以線性迴歸模型估計家戶特性對於家戶總

所得的平均影響效果外, 也利用分量迴歸模型深入探討家戶所得在各分量之間的變化。

同時, 為了能更清楚瞭解家戶特性在區域間所得分配變動時所扮演的角色, 我們進一步

採用 Machado and Mata (2005,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的方法,重建大

陸城市家戶所得的邊際分配以及擬真分配, 並據此進行跨區域間所得分配以及不均度

的比較。 實證結果顯示, 我們所考慮的個別家戶特性, 如戶長的性別、 婚姻狀態以及所

得收入人數等, 對於所得分配的變動皆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並且隨著不同年代而有不同

影響。 然而, 實證結果也顯示, 各年度沿海區域與內陸區域家戶所得分配的差異性, 主

要仍是由家戶特性分配差異以外的經濟環境變化所造成。 此外, 我們也發現, 沿海與內

陸區域間家戶特性的差異雖然是造成沿海區域所得不均度較高的原因之一, 但此影響

卻也逐年遞減。 這些實證結果都間接顯示了, 中國近二十年來各階段經濟政策轉變對

家戶所得所造成的影響是重大且長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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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urban household surveys in 1986, 1997, and 2006,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anges of household income distribution of urban China and investigates the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along the coastal-inland dichotomy. For household in-

come, we estimate both linear and quantile regressions and analyze the effects of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on it. Furthermore, we apply the method of Machado

and Mata (2005,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and conduct counterfactual

decomposition. This technique attributes change in distribution or inequality into

two broad sources. The first change is the economic structure – the coefficients

effect, and the second one is the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 the covariates effect.

Our primary finding is that the household head’s gender, marital status, and family

population with income are important determinants when estimating household

income, and these effects may vary across periods. In addition, the income dif-

ferentials between coastal and inland areas arise mainly from the changes in eco-

nomic structure. As for income inequality between these two areas, the change in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does play a role, although this effect is diminishing over

time.

Keywords : Income distribution, income inequality, quantile regression,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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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根據世界銀行 (World Bank) 的統計資料計算, 中國大陸的平均經濟成長率從 1980 年

代約 9.75%, 到 1990 年代略升為 9.99%, 2000 年代更高達 10.29%; 而這三個年代

世界的平均成長率僅分別為 3.14%、 2.74% 與 2.71%。1 因此, 相較於世界其他國家,

中國大陸的經濟在過去二十多年來確實快速地發展。 而如同其他已開發或發展中國家

的經濟發展過程, 中國大陸高經濟成長所伴隨的所得分配也漸趨不均, 如中國國家統計

局 (何婭, 2007) 所揭露的全中國所得不均度指標 – Gini 係數 (Gini coefficient), 於

1984 年為 0.24, 1994 年攀升至 0.40, 2000 年之後就持續維持高於 0.40 的水準, 甚

至於 2005 年已達到 0.45 的高度不均。2 因此, 所得分配相關議題在學術研究上也逐

漸受到重視。 其中, 在探討中國大陸所得分配變化的研究中, 區域間的所得差異更是大

家所關注的焦點。 大致而言, 文獻上針對區域所得差異的主要分析面向有二, 一為 「城

市 – 鄉村」(urban/rural), 另一則為 「內陸 – 沿海 」(inland/coastal); 如 Tsui(1991)、

Kanbur and Zhang (1999)、 Gustafsson and Li (2002)、 Lu (2002)、 Renard (2002)、

Chotikapanich et al. (2007)、 Naughton (2007)、 Sicular et al. (2007) 、 與 Fan et

al. (2009) 等研究。 在類似的分析面向下, 本文所關注的焦點將為: 近二十年來沿海與

內陸區域城市間所得分配差異的可能成因以及其變化程度。

中國大陸自 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由鄧小平確定改革開放路線, 並採取了

「走向海洋」 的不均衡 「梯度」 發展策略後, 中國的城市經濟體制便揚棄了毛澤東時期

的 「均衡發展」路線而逐漸轉型。 其中, 更於 1980 年設立了深圳、 珠海、 汕頭與廈門四

個東南沿海城市為經濟特區以吸引港澳台與外商資金投入;而 1984 年所頒布的 《關於

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更確立了發展城市經濟為其改革的主要方針。 1992 年鄧小平南

巡後, 就逐漸讓大陸以往的 「計劃經濟」體制走入歷史,而以所謂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路線」 取而代之。 也因此中國從 1993 年之後, 面臨了另一階段的市場經濟改革, 不但

許多較為劇烈的改革措施在此階段得以推行, 也為之後大陸城市經濟的發展奠定了相

當根基。 1990 年代末期, 基於 「區域平衡」 發展, 中國政府也逐漸將發展規劃從 (東南)

沿海延伸至各地; 如 2000 年 「十五計畫」 中開始執行 「西部大開發」 政策而對重慶、西

安等十二個西部省市進行重點開發, 2003 年針對遼寧、 吉林與黑龍江省而提出的 「振

興東北」計畫,與 2006 年針對山西、 河南等六省而執行的 「中部崛起」計畫等; 相關的

大陸重要經濟政策轉變, 在文獻上已有諸多整理與討論, 可參考如 Naughton (2007)、
1世界銀行的資料網址為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
2相較於中國的所得不均度變化情況, 台灣的 Gini 係數 1980 年約為 0.28, 1995 年為 0.31, 2010

年為 0.34 (陳建良, 2011); 而根據 UNDP(2011) 所登載, 世界部份國家 2000 年時的 Gini 係數分別

為, 瑞典 (0.25)、 挪威 (0.25)、 德國 (0.28)、西班牙 (0.34)、義大利 (0.36)、美國 (0.40)與南非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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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祖嘉 (2011) 或陳小紅 (2011) 等研究。 可想而知, 這些政府經濟發展政策的制訂與

轉變, 勢必對中國大陸各城市的所得分配及所得不均度產生一定的影響與變動。

在研究所得分配的相關文獻上, 關於所得分配不均度的計算通常是以家戶總所得

作為基礎。 其原因是家庭成員往往是以其家庭所共同擁有的資源作為決策的相關依據;

同時, 許多來自於政府的稅收或是補貼政策, 也是以家庭作為徵收或補助的基本單位。

由於家戶總所得與家戶的組成特性 (如家庭規模、 家庭的收入人口數、 戶長的教育及年

齡等) 有一定的關連, 因此掌握家戶特性在整體社會中的分布狀況, 是了解所得分配變

化的一個重要面向; 相關的立論文獻也可參考如曹添旺．張植榕 (2000)、 管中閔．陳

建良 (2010)、 D’ambrosio (2001) 與 Bourguignon et al.(2008) 等研究。 此外, 我們

亦重視不同地區之間所得分配及其不均度的比較, 並希望藉此能對可能的政策施作提

供有效訊息。 但是, 我們必須特別指出的是, 當針對兩個群體間的資料進行比較時, 須

在 「可比較的基礎上比較 (compare the comparable)」。 例如, 在比較不同時間的所得

分配時, 我們會將名目所得依照某一基期物價水準進行調整, 以反應真正實質所得的

變化; 同樣地, 當比較不同區域之間家戶的所得分配時, 我們也應設法固定不同地區之

間的家戶特性, 建立所謂的擬真 (counterfactual) 所得分配, 並以此做為分析比較的依

據。

至於探討中國大陸城市家戶所得差異的文獻部分, Kanbur and Zhang (1999) 首

先使用 1983 年至 1995 年之間大陸國家統計年鑑中的地區級統計數據, 直接將 Theil

指數針對其構成的來源進行拆解, 進而歸納出沿海以及內陸地區家戶所得不均度的差

異在此段期間中有加劇的趨勢。 Meng (2004) 則是根據中國社科院於 1988、 1995 及

1999 三個年度的調查數據對城市的家戶所得不均度進行線性迴歸分析。 其結果指出,

城市家戶所得不均度在其分析的期間中顯著地增加, 但是不均度的變化程度和改革措

施強弱的階段性具有高度相關。 其中, 在比較溫和的改革階段 (1988–1995年), 地區間

的差異是導致所得不均度上升的主要原因,而在比較劇烈的改革階段 (1995–1999年),

不均度的增加主要來自於所得分配中低收入家戶的比例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的文

獻雖一定程度指出了中國大陸城市家戶所得的變化趨勢及其可能成因, 然而卻也受限

於所採用的模型設定而存在分析上的限制。 其中, Kanbur and Zhang (1999) 由整體所

得不均度依某特定影響變數分類而進行拆解時, 並無法控制其他來源因素的間接或直

接影響, 以致最後比較個別因素的拆解結果時, 可能產生明顯偏誤;而在 Meng (2004)

的線性迴歸模型分析中, 由於建構在條件均數 (conditional mean) 的設定下, 因此無

法呈現各家戶在各個不同所得水準下 (如高所得與低所得家庭) 所受的影響。 此外, 由

於缺少了擬真所得分配的建構, 上述的研究也無法更進一步區分所得分配的改變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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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解釋變數自身分配狀況的改變, 還是該解釋變數所對應由經濟環境所衍生出的報

酬 (模型中的迴歸係數) 發生變動所致。

另一方面, 就我們所知, 萬定山 (2005) 是目前對於中國大陸城市家戶所得分配

研究的文獻中, 唯一具有擬真分析基礎的研究。 他的研究方法依循 Bourguignon et

al. (2008) 前期的文稿, 根據家戶個人的選擇行為去估計個人的工資函數、 勞動參與

選擇以及相關人口結構等效果的係數, 並進而以模擬的方式, 搭配前述估計所得到的

係數, 還原出家戶所得的擬真分配, 再據此進行跨年度所得分配不均度的設算及分析。

該文推論, 在 1988–1999 年之間, 所得分配跨年度的變化主要來自於決定所得方程式

的係數效果 (price effect), 其中特別是區域 (省) 以及人力資本的報酬影響最為顯著。

此外, 參與就業的選擇行為對於所得分配跨年度變化也有一定的影響。 萬定山 (2005)

的研究中引入了擬真分析的觀點,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過往大陸家戶所得研究上的不足。

但值得一提的是, 該文所承襲的 Bourguignon et al.(2008) 作法中對於各類所得收入

方程式係數的估計相對複雜, 因此在實證方法上仍須額外作不少簡化的假設; 同時, 他

們的分析還是基於均數迴歸的架構, 未考量所得分配各分量 (quantile)間的差異, 因此

在應用上仍有所侷限。

不同於以往文獻上針對中國大陸所得分配與不均度的探討方式, 本文的研究除了先

透過條件均數的線性迴歸分析來了解家戶特性對於中國大陸沿海及內陸城市所得的影

響, 並輔以文獻上常用的 OB 拆解 (Oaxaca–Blinder Decomposition) 在均數上探討

所得差異的來源外, 同時更深入了解影響各家戶所得分量之間的變化, 以及進一步區隔

所得分配的改變是來自於家戶特性本身結構的變化 (composition effect) 或是家戶特

性所對應的報酬發生變化 (price effect)。 為了達到此目標, 我們採用了 Machado and

Mata (2005) 於條件分量迴歸 (conditional quantile) 線性模型設定下所提出的分析

方法, 亦即利用不同分量下的參數估計與自體重複抽樣 (re-samplig) 的方式重建對應

分配與擬真分配。 這個分析架構的好處是,一旦重建分配以及擬真分配得以確立, 傳統

的 OB 拆解將可推廣應用於涉及整體分配訊息之統計量的變化 (如 Gini 係數),而非僅

止於均數上變動的討論。 由於 Machado and Mata (2005) 的方法相較於文獻上其他

方法,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與便利性, 因此已有許多後續文獻在類似的架構上進行分析,

如 Albrecht et al. (2003)、 Melly (2007)、 Autor et al. (2008)與 Heinze (2010)等。

本研究也將在這樣的架構下進行所得不均度的探討。

本文其餘部份安排如下: 在第 2 節中, 我們介紹本文實證研究所採用的分析架構

及計量方法, 其中包含了所得分配指標、 分量迴歸、 所得分配與擬真所得分配的建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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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 拆解法的應用等。 我們在第 3 節敘述本文所使用的資料及其基本特性, 並於第 4

節詳細分析實證結果。 最後, 我們於第 5節中總結本文的研究並提出相關討論。

2 所得分配指標與計量方法

2.1 所得分配指標

一般而言, 文獻上常用於測量 (所得分配) 不均度的指標, 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型: 一為

比較某些特定比例的家戶平均所得, 另一則為考慮整體分配變化而建構成的指標。 在

第一類不均度指標中, 常見的分位數之離散比例即是由所得最高 10% (或5%) 家戶的

平均所得除以所得最低 10% (或5%) 家戶的平均所得而得出, Oshima (1970) 所使用

的 Index of Decile Inequality 即為其例。 然而, 儘管這系列指標相當直覺且易於詮釋,

但是它往往忽略了中間所得分配所蘊含的資訊, 也並未使用到所得分配左右兩尾之內

分布狀況的訊息。 至於第二大類的不均度指標則是利用變數整體分配資訊而建構, 常

見的有 Gini 係數、 Generalized Entropy 系列指標 (如 Theil’s T 指數和 Theil’s L

指數等) 與 Atkinson 系列指標。 此類指標皆滿足文獻上在討論不均度測量時所要求

的一些良好性質, 如 「所得量度的獨立性 (Income Scale Independence)」、 「母體規模

的獨立性 (Population size independence)」、 「Pigou-Dalton 移轉的敏感性 (Pigou-

Dalton Transfer sensitivity)」與 「對稱性 (Symmetry)」等。 須附帶一提的是,除 Gini

係數外, 其他兩系列指標更額外滿足了測量時要求的 「可拆解性 (Decomposability)」,

相關討論可參見 Haughton and Khandker (2009)與 Cowell (2011)等文獻。

在本研究後續討論中, 我們針對所得不均度的分析比較將以 Gini 係數為主, 其主

要原因有二: 首先, 同時針對這三種指標分別設算沿海和內陸區域城市家戶的所得不

均度, 我們發現 Generalized Entropy 系列指標與 Atkinson 系列指標的相對變化趨

勢和 Gini 係數類似, 並無太大的差異。 再者, 大部分的相關文獻仍多以 Gini 係數衡量

所得不均度。 為了方便和這些研究的結果直接進行比較, 我們在此研究中就以 Gini 係

數為主要分析對象。 我們將 Gini 係數的計算方法簡單整理如下: 首先, 將 N 個觀察到

的家戶所得由小至大排序, 並令 Sι 為小於或等於第 ι 個家戶的所有家戶之累積所得,

則羅倫茲曲線 (Lorenz Curve) 之下面積的估計為 (2N )−1 ∑N
ι=1(Sι−1 + Sι)。 Gini 係

數也就根據羅倫茲曲線而定義為

Gini 係數 = 1 −
1
N

N∑
ι=1

(Sι + Sι−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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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而易見地, 當 Gini 係數越小,表示羅倫茲曲線與均勻分配 (uniform distribution) 累

積分配函數 (cumulative density function) 所代表的 45◦ 線所夾的面積越小, 亦即資

料分配越趨向均勻分配; 反之, Gini 係數越大則表示分配越不均勻。

2.2 計量模型與分量迴歸

我們令 Y (R) 為區域 R 家戶總所得 (或取對數後的家戶總所得), 而區域 R 中 k 個

家戶特性所組成的 k × 1 變數向量則令為 X (R)
= [X (R)

1 , X (R)
2 , . . . , X (R)

k ]
′。 令

f (R)
Y |X(y|X (R)

= x(R)) 與 F (R)
Y |X(y|X (R)

= x(R)) 分別為在 X (R)
= x(R) 條件下,

Y (R) 的條件分配函數 (conditional density function) 與條件累積分配函數 (condi-

tional cumulative density function), 則其相對應的條件均數可進一步假設為 X (R)

的線性函數, 意即

IE[Y (R)
|X (R)

] :=

∑
y

y f (R)
Y |X(y|X (R)) = β(R)′ X (R), (2)

其中 β(R)
= [β

(R)
1 , . . . , β

(R)
k ]

′ 為與 X (R) 相對應的 k × 1 未知參數向量。 給定

相對應的 N (R) 組家戶單位觀察值 y(R)
s 與 x(R)

s = [x (R)
1,s , x (R)

2,s , . . . , x (R)
k,s ]

′, s =

1, . . . , N (R),3 則此條件均數模型設定 (2) 可進一步對應於一個以 y(R)
s 為被解釋變

數而 x(R)
s 為解釋變數的線性迴歸模型:

y(R)
s = β(R)′ x(R)

s + ε(R)
s , s = 1, . . . , N , (3)

而 ε
(R)
s 則代表模型誤差項。 此時未知參數 β(R) 的估計一般可以透過最小平方法 (least

squared method) 來加以求得。 值得注意的是, 根據上述條件均數模型設定, 我們僅假

設了 X (R) 對於 Y (R) 的條件均數的影響, 並無法描繪整個 Y (R) 的條件分配。

相對於 Y (R) 的條件均數線性模型 (2), 我們也可以建立在給定家戶特性 X (R) 下,

Y (R) 的條件分量線性模型:

Qθ (Y (R)
|X (R)) := inf

{
y : F (R)

Y |X(y|X (R)) ≥ θ
}

= β(R)(θ)′X (R), (4)

其中 0 < θ < 1 為所選定的分量,而 β(R)(θ) 為此分量下所對應的參數。 根據此分量

模型設定, 我們可以清處刻畫 Y (R) 的條件分配在第 θ 分量下的行為, 其中 β(R)(θ) 反

映了解釋變數 X (R) 對於第 θ 分量下 Y (R) 的影響程度。 因此, 當所考慮的分量越多,
3在本文的後續的所有分析中, 我們都以大寫的英文字母代表隨機變數(random variables), 小寫字

母則表時相對應的觀察值 (obsrevations) 或實現值 (realizations), 而粗體字則表示該變數 (或觀察值)
為向量。 例如, X 為一向量變數,而 x 為相對應的觀察值; Y 為單一變數,而其觀察值為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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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θ = θ1, θ2. . . . , θM , 0 < θ1 < θ2 < · · · < θM < 1, 且 M 夠大時, 我們可以將

整個 Y (R) 的條件分配給描繪出來。 另一方面, 相較於條件均數對應下的線性迴歸模型

(3),給定各家戶單位的觀察值 y(R)
s 與 x(R)

s , 分量迴歸線性模型也可以表示為:

y(R)
s = β(R)(θ)′x(R)

s + ε(R)
s (θ), s = 1, . . . , N (R), (5)

其中 ε
(R)
s (θ) 代表模型在分量 θ 時產生的誤差項。 在此線性模型下, 針對每一選定的

θ , 令分量迴歸參數 β(R)(θ) 的估計值為 β̂(R)(θ), 則

β̂(R)(θ) := arg min
b(R)

1
N

N (R)∑
s=1

γθ

(
e(R)

s (θ)
)

, (6)

其中,

e(R)
s = y(R)

s − b(R)′ x(R)
s , γθ (e) =

{
θe, e ≥ 0

(θ − 1)e, e < 0.
(7)

關於此估計式的詳細求解過程與相關極限性質探討, 文獻上已有諸多討論, 可參見例如

Koenker and Bassett (1978), Bassett and Koenker (1982, 1986)與Koenker (2005)

等研究。

2.3 所得分配的建構、 估計與抽樣方法

在此節中, 我們將依據 Machado and Mata (2005) 方法的精神, 詳細介紹如何藉由條

件分量迴歸逐一建構所得與擬真所得的邊際分配, 及相對應的分配估計與抽樣方法。

2.3.1 所得的邊際分配

在給定某一家戶特性 X (R)
= x(R) 下, 根據 Y (R) 之條件分量線性模型 (4) 設定,

我們可以進一步利用機率積分轉換定理 (probability integral transformation theo-

rem) 來逐步建構 Y (R) 的邊際分配 (隨機樣本)。 首先, 根據機率積分轉換定理, 當

θ1, θ2, . . . , θM 為從 (0, 1) 之間的均勻分配中所隨機抽取的樣本時,

(F (R)
Y |X)−1(θm) = β(R)(θm)′x(R), m = 1, . . . , M,

所服從的條件累積分配與條件分配將分別為 F (R)
Y |X(y|X (R)

= x(R))與 f (R)
Y |X(y|X (R)

=

x(R))。 意即, β(R)(θm)′x(R), m = 1, . . . , M, 可視為在給定 X (R)
= x(R) 下, 從條件

分配 f (R)
Y |X(y|X (R)

= x(R)) 中所抽取的 M 個隨機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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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 Y (R) 於家戶特性 X (R)
= x(R) 下的條件分配後, 我們可以進一步利用條

件分配與邊際分配的關係來建構 Y (R) 的邊際分配。 令 f (R)
Y 與 f (R)

X 分別代表 Y (R)

與 X (R) 的邊際分配, 則我們可以得到

f (R)
Y (y) = IP(Y (R)

= y) =

∑
x

f (R)
Y |X(y|X (R)

= x) f (R)
X (x). (8)

此關係式隱含了, 當我們先從 X (R) 的邊際分配 f (R)
X 中所隨機抽樣出一個樣本 x, 再

從其所相對應的條件分配 f (R)
Y |X(y|X (R)

= x) 中抽樣出 y, 此時 y 可視為從邊際分配

f (R)
Y 中所抽樣的一個隨機樣本。 重複此步驟多次, 則我們就可以建構 Y (R) 的邊際分

配 f (R)
Y 。

2.3.2 擬真所得的邊際分配

另一方面, 當考慮任兩個觀察區域 c 與 i 時, 我們也可以定義相對應的家戶擬真所得。

在給定 i 區域的家戶特性 X (i) 的條件下, 假設隨機變數 Y (c,i) 與其對應的條件分配函

數 f (c,i)
Y |X 及條件累積分配函數 F (c,i)

Y |X 滿足下列的條件分量設定:

Qθ (Y (c,i)
|X (i)) := inf

{
y : F (c,i)

Y |X (y|X (i)) ≥ θ
}

= β(c)(θ)′X (i), (9)

則我們稱 Y (c,i) 為以區域 i 家戶特性 X (i) 而建立的區域 c 的家戶擬真所得變數。4

如同 Y (R) 的邊際分配建構方式, 擬真所得變數 Y (c,i) 的邊際分配 (令為 f (c,i)
Y )

也可利用條件分量設定 (9)、 機率積分轉換定理及條件分配與邊際分配的關係來建構。

我們首先從 X (i) 的邊際分配 f (i)
X 中所隨機抽樣出一個樣本 x(i), 再從 (0, 1) 之間

的均勻分配中隨機抽取 θ 並計算 β(c)(θ)′x(i), 此時 β(c)(θ)′x(i) 可視為從邊際分配

f (c,i)
Y 中所抽樣的一個隨機樣本。 重複此步驟多次, 則我們就可以建構 Y (c,i) 的邊際分

配 f (c,i)
Y 。

2.3.3 分配估計與抽樣方法

根據前述的分析, 各區域的所得與擬真所得的邊際分配都已然可藉由各條件分量模型

與家戶特性之邊際分配逐一建立。 然而, 各分量 θ 下之真實的分量迴歸參數 β(R)(θ)

與各區域家戶特性的邊際分配 f (R)
X 皆為未知, 因此在實際操作上, 我們將分別由 (6)

所得到分量迴歸參數估計值 β̂(R)(θ) 與由 X (R) 觀察值所建立的自體重複抽樣分配

(re-sampling distribution) 替代。 舉例而言, 針對區域 c 的所得 Y (c), 與給定 X (i) 下

4此擬真分配的建構可以簡單想像成, 將所有區域 i 的家戶搬到區域 c 時而產生的家戶總所得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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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擬真所得 Y (c,i) 的邊際分配, 我們令 ỹ(c)(θ)與 ỹ(c,i)(θ) 分別代表對應分量 θ 下的

一個抽樣樣本, 則根據 2.3.1與 2.3.2節的討論, Machado and Mata (2005) 所提出的

抽樣方法為: 先從 (0, 1) 之間的均勻分配中先隨機抽取一分量 θ , 計算出對應的分量

迴歸參數估計值 β̂(c)(θ) 後, 再搭配從觀察值中隨機抽取一個樣本 x(c) (或 x(i)),計算

ỹ(c)(θ) = β̂(c)(θ)′x(c) (或 ỹ(c,i)(θ) = β̂(c)(θ)′x(i)), 重複這樣的步驟多次即可建立

相對應的邊際分配估計。 此種抽樣方法的理論性質, 如一致性 (consistency)與極限常

態 (asymptotic normality)等, 已於 Albrecht et al. (2008) 中被證明。 在後續的分析

中, 為了強調與 (未知) 真實母體邊際分配 f (c)
Y 、 f (i)

Y 與 f (c,i)
Y 之間的差異, 我們分別

將對應建構的分配表示為 f̃ (c)
Y 、 f̃ (i)

Y 與 f̃ (c,i)
Y , 同時也將對應建構的所得變數分別表

示為 Ỹ (c)、 Ỹ (i) 與 Ỹ (c,i)。 再者, 為了行文簡潔, 在不產生困擾的情況下, 我們在後文中

也將直接稱 f̃ (c)
Y 與 f̃ (i)

Y 為 「重建方配」,而 f̃ (c,i)
Y 為 「擬真分配」。

然而, 由於是隨機抽樣, 在有限的重複抽取次數下, 於 Machado and Mata (2005)

方法下所抽取的分量可能遇到抽樣誤差 (sampling error) 問題, 亦即抽樣出的分量分

配可能不夠均勻。 再者, 因為每一個抽樣樣本都必須重新估計所對應的分量迴歸參數,

當抽樣數目較大時, 會耗費相當多時間。 因此, 我們在本研究中採用文獻上的建議, 如

Albrecht et al. (2003)、 Melly (2007)、 Autor et al. (2008)與 Heinze (2010)等, 修

改 Machado and Mata (2005) 的抽樣方法。 我們將此修正後的估計與建構步驟整理

如下:

步驟 1: 根據各家戶單位的觀察值 y(R)
s 與 x(R)

s , 藉由 (6) 式得到 θ 分量下估計值 β̂(R)(θ),

其中, R = c, i , 且我們選定 θ = 0.01, 0.02, . . . , 0.99, 共 99 個分量。

步驟 2: 以抽出放回的方式, 從區域 c 的家戶特性觀察值 x(c)
s , s = 1, . . . , N (c),與區域

i 的家戶特性觀察值 x(i)
s , s = 1, . . . , N (i) 中各隨機抽取 Nr 個值, 我們將其分

別表示為 x̃(c)
s 與 x̃(i)

s , s = 1, . . . , Nr 。

步驟 3: 對所有 θ = 0.01, 0.02, . . . , 0.99, 根據下式分別計算 ỹ(c)
s (θ)與 ỹ(c,i)

s (θ):

ỹ(c)
s (θ) = β̂(c)(θ)′ x̃(c)

s , ỹ(c,i)
s (θ) = β̂(c)(θ)′ x̃(i)

s , s = 1, . . . , Nr .

令 {
ỹ(c)

s

}
:=

{
ỹ(c)

s (θ), θ = 0.01, . . . , 0.99, s = 1, . . . , Nr

}
,{

ỹ(c,i)
s

}
:=

{
ỹ(c,i)

s (θ), θ = 0.01, . . . , 0.99, s = 1, . . . , N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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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
ỹ(c)

s

}
將視為從 Y (c) 的邊際分配估計 f̃ (c)

Y 中所抽取的 Nr × 99 個隨機樣

本;而
{

ỹ(c,i)
s

}
則視為從 Y (c,i) 的擬真邊際分配估計 f̃ (c,i)

Y 中所抽取的 Nr ×99

個隨機樣本。

顯而易見地, 上述的估計與抽樣步驟和 Machado and Mata (2005) 所提出的方式

有些微不同。 首先, 我們在步驟 1 中直接給定 99 個分量並計算其對應的 99 個分量迴

歸參數估計值,進而避免了在有限的重複抽取次數下的抽樣誤差問題。 再者,若需要抽

取 Nr × 99 筆樣本, 則 Machado and Mata (2005) 的方法必須抽取 Nr × 99 個分

量並計算對應的 Nr × 99 個分量迴歸參數估計,而我們的抽樣方式僅需計算所給定的

99 個分量下的參數估計。 因此, 我們所採用的方法除了可以避免從均勻分配中隨機抽

取分量而可能造成的偏誤外, 也可以減少大量分量參數估計而造成的時間耗費。 在後

續的實證分析中, 我們將以 Nr = 3000進行重建分配與擬真分配相對應的抽樣。

2.4 所得變數及其相關統計量差異的分解

如同前言所述, 我們在後續分析中將以 OB 拆解法來探討所得分配與不均度的變化程

度。 原始 OB 拆解法為 Oaxaca (1973) 與 Blinder (1973) 為了分析兩組比較對象的

工資差異來源, 而提出了一個簡便的拆解法以瞭解兩組比較對象之間的工資差異。 其

方法在於先分別估計兩組比較對象工資條件均數的線型迴歸模型後, 再將兩組對象各

自的 「平均」 工資差異拆解成兩部份, 一部份是因為兩組比較對象的 「平均」 特性不同

而造成的工資歧異; 另一部份則是衡量, 在相同平均特性下, 卻因其他模型外生變數而

造成的工資差異,一般稱此為這兩組比較對象之間的工資歧視。

根據 OB 分解法的精神, 我們可以進一步在 2.3節的分析架構下, 來探討區域 c 的

所得 Y (c) 與區域 i 的所得 Y (i) 之間的差異, 或是進一步分析將所得變數經過轉換過

後的統計量 (statistics) 的差異。 首先,給定以區域 i 家戶特性 X (i) 而建立的區域 c 的

家戶擬真所得變數 Y (c,i), 兩區域的所得變數差異可以拆解表示成

Y (c)
− Y (i)

=

[
Y (c)

− Y (c,i)
]

+

[
Y (c,i)

− Y (i)
]
. (10)

其中, Y (c)
− Y (c,i) 表示經濟環境 (或稱報酬率參數) 固定於區域 c 的情況下, 僅因家

戶特性從區域 i 改變為區域 c 的特性時所造成的所得差異;而 Y (c,i)
− Y (i) 則描繪了

固定家戶特性於區域 i , 但經濟環境 (報酬率參數) 從區域 i 轉變為 c 時而造成的所得

變化, 此可稱之為區域間的所得歧視 (或溢酬)。 令 T (·) 為對應於所得變數的統計量或

轉換, 則根據 (10) 式的拆解, 我們可以進一步得到:

T (Y (c)) − T (Y (i)) =

[
T (Y (c)) − T (Y (c,i))

]
+

[
T (Y (c,i)) − T (Y (i))

]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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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不同的研究目的, 我們可以選定不同的 T (·), 並搭配適當的模型設定進行分析。 例

如, 在條件均數線型模型設定 (2) 下, 當 T (·) 為所得變數的均數時,

IE[Y (c)
] − IE[Y (i)

] =

[
IE[Y (c)

] − IE[Y (c,i)
]

]
+

[
IE[Y (c,i)

] − IE[Y (i)
]

]
=

[
β(c)′

(
IE[X (c)

] − IE[X (i)
]

)]
+

[(
β(c)

− β(i)
)′

IE[X (i)
]

]
,

此為過去文獻上最常用於線型模型下的 OB 分解法。 相對地, 當 T (·) 為所得變數在給

定各自區域平均家戶特性下的條件分量時, 在條件分量模型設定 (4)與 (9) 下, 我們可

以得到

Qθ

(
Y (c)

| IE[X (c)
]

)
− Qθ

(
Y (i)

| IE[X (i)
]

)
=

[
Qθ

(
Y (c)

| IE[X (c)
]

)
− Qθ

(
Y (c,i)

| IE[X (i)
]

)]
+

[
Qθ

(
Y (c,i)

| IE[X (i)
]

)
− Qθ

(
Y (i)

| IE[X (i)
]

)]
=

[
β(c)(θ)′

(
IE[X (c)

] − IE[X (i)
]

)]
+

[(
β(c)(θ) − β(i)(θ)

)′

IE[X (i)
]

]
,

我們可以據此分析在每一區域的各自平均家戶特性下, 每一分量 θ 下的所得差距成因。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這兩個分別在條件均數與條件分量下的分解,都必須建立在線型模

型的設定下。 除此之外,若 T (·) = Gini(·) 為計算所得分配的 Gini 係數, 如式 (1) 所

示時, 則我們也可以藉由下式來分析兩區域 Gini 係數相異的原因:

Gini(Y (c)) − Gini(Y (i))

=

[
Gini(Y (c)) − Gini(Y (c,i))

]
+

[
Gini(Y (c,i)) − Gini(Y (i))

]
, (12)

其中第一項拆解表示其他條件不變下, 僅因家戶特性從區域 i 改變為區域 c 的特性時

所造成所得分配的 Gini 係數差異; 而第二項則描繪了固定家戶特性於區域 i , 但經濟

環境 (報酬率參數) 從區域 i 轉變為 c 時而造成所得分配的 Gini 係數變化, 亦即因區

域間的所得歧視 (或溢酬)而造成 Gini 係數的變化 。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的各式 OB 分解, 由於都是根據真實母體的所得分配經由簡

單代數運算而來, 並不會有殘差項產生。 然而, 一般而言, 由於所得變數 Y (c)、 Y (i) 或

Y (c,i) 的母體分配為未知, 因此我們通常無法直接進行 (10) 或 (11) 式的拆解計算,而

必須在一些模型設定或假設下, 利用觀察值與模型對應估計值來進行相對應的分析。 例

如, 以區域所得 Gini 係數變化為例, 若在條件分量線性模型假設下, 並藉由 2.3.3 節

的抽樣與估計步驟, 則我們可以分別得到從 Y (c)、 Y (i) 與 Y (c,i) 邊際分配估計的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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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這些抽樣, 我們可以直接計算相對應的 Gini 係數, 並

利用 (12) 式的拆解方法來分析 Gini 係數的差異。 此外, 由於此時並非直接透過真實

母體分配進行計算, 因此在拆解過中可能會出現因為估計而造成的殘差項, 我們也可以

事後進一步透過檢視這些殘差項的大小來判斷分配估計的良莠。 類似的相關分析也可

參見如 Machado and Mata (2005) 及管中閔．陳建良 (2010)等。

3 資料分析

3.1 資料來源

在本研究中, 我們所採用的主要數據是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的 「城市住戶調查」 (Urban

Household Survey, UHS)。5 城市住戶調查是一項以蒐集城市居民家庭社會經濟統計

資料為目的之綜合性社會調查, 因此該調查以城市住戶為對象, 藉由兩階段分層抽樣調

查方法來了解城市居民家庭人口、 就業、 收入、 消費、 儲蓄、 商品需求、 住房、 教育等多

方面的社會經濟情形;6 中國大陸並以此資料為基礎製作總體的統計數據並出版於每年

度的中國統計年鑒當中。7 我們在此調查中選取十個具代表性的省分或直轄市, 包括北

京市、 遼寧省、 江蘇省、 廣東省、 湖北省、 四川省、 重慶市、 安徽省、 陝西省及甘肅省,8

並藉此分析中國大陸沿海以及內陸城市家戶所得分配的差異。 在這十個省份中, 北京

市、 江蘇省、 廣東省屬於沿海區域發展較快的城市組別, 其餘七個省分 (直轄市) 則屬

於內陸區域城市組別。 為了能先對這幾個省分在這三十年來的發展態勢有初步的瞭解,

我們首先在圖 1 中整理出了 1980 年到 2010 年間, 這幾個沿海城市與內陸城市的平

均經濟成長率, 並與世界及中國大陸的成長率相比較。9

根據圖 1 的結果, 基本而言, 我們可以發現在 2007 年以前, 沿海區域城市的平均

成長率均高於內陸區域城市, 但 2007 之後內陸城市經濟成長則些微超越沿海城市。 這

5中國大陸對於城市居民的家計調查始於 1956 年, 當時稱為 《職工家計調查》;1985 年, 中國大陸的

《職工家計調查》 正式更名為 《城市住戶調查》,調查的範圍與指標也開始朝制度化方向發展。
6《城市住戶調查》 採取的是兩階段分層抽樣方法,第一階段依據城市 (含縣城) 人口選定欲抽樣的地

級市, 第二階段則在抽中的地級市內再依不同的居住地區隨機抽取家戶調查, 調查樣本每年輪換三分之

一, 詳細的抽樣方法介紹可參照中國大陸官方所出版的統計年鑒。
7在研究中國大陸所得分配或是工資收入的文獻中, 另一個常被學者使用的數據來源為 「中國家庭收

入調查」(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CHIP), 此資料乃是由國外學者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所共

同組成的調查研究, 包含 1988、1995, 以及 2002 年三個年度的調查, CHIP 所包含的資訊比 「城市住戶

調查」 更廣, 比如受調查戶的政黨屬性、 就業狀況變化, 以及人口遷移資訊的蒐集等, 但是 CHIP 所調查

的省份不若 UHS 全面, 且調查的年份也較為有限。
8重慶市雖然於 1997 年之前為四川省的省級城市, 但在本文旨在比較沿海與內陸區域城市的分析架

構下, 此一行政區域的重劃並不會對本文研究造成影響。
9這 10 個省分的經濟成長率由 CEIC 中國總體經濟資料庫所收集,而世界及中國大陸的成長率則為

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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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980 – 2010 年世界、 中國大陸、 沿海區域城市與內陸區域城市的平均經濟成長率 (%)。

大致反映了我們於前言中所述, 中國 「先沿海後內陸」 的城市經濟發展軌跡。 再者, 這

兩區域城市的平均成長率都遠高於中國大陸全國的成長率。 其中, 1990 年代最大差距

約為 15%, 2000 年之後也大概都維持了 5% 左右的經濟成長率差距。 這約略顯示了,

中國城鄉間的不均衡發展近十年雖已有相當改善, 但仍存在不小的差距。

在後續的分析中, 針對沿海區域與內陸區域城市中的家戶所得與家戶特性資料, 我

們採用了 「城市住戶調查」 中 1986、1997、2006三個年度的數據進行分析。 其中, 各年

度資料中觀察家戶總數分別共有 5187、6300與 10803 戶,而相對應的沿海 (內陸) 區

域城市家戶比例分別為 34.59%(65.41%)、30.16%(69.84%)與 39.68%(60.32%)。

3.2 變數處理方式

針對 「城市住戶調查」 中的家戶資料, 我們以下將簡單說明在此研究中所採用的變數定

義與處理方式。 首先, 在計算家戶總所得時, 依據中國大陸官方的記載名稱, 我們使用

的 (名目) 所得變數主要構成項目如下:

家戶總所得 = 工資性收入 + 經營性收入 + 財產性收入 + 移轉性收入。

其中, 家戶總所得的計算並未納入借貸收入, 且各變數皆為年度之名目貨幣收入。 在計

算出大陸城市家戶的 (名目) 家戶總所得後, 我們繼以 1986 年為基期, 將該年度的消

費者物價指數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令為 100, 並對其他兩個年度的所得進

行平減, 以計算各年度相對應的實質所得。 其中, 1997 年與 2006 年的城市消費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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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指數經換算後分別為 333.34與 353.45。10

另一方面, 關於家戶特性的變數選取, 我們選取了文獻上的常用變數, 如 (經濟) 戶

長的年齡、 性別、 教育程度、 婚姻狀態, 以及家戶規模和所得收入人數等變數。11 其中,

在資料的記錄上, 女性與已婚戶長的虛擬變數分別設定為 1,而戶長教育程度則轉換成

相應的受教育年數,轉換方式如下: 未受小學教育者之年數為 0、 小學程度之年數為 6、

初中之年數為 9、 高中以及中專年數為 12、 大學專科年數為 15、 大學本科年數為 16,

而研究生的年數則為 18。

值得一提的是, 在本研究中, 我們並未採取可支配所得作為計算所得分配不均度的

依據。 其原因有二: 其一主要在於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對於可支配所得的定義, 在過去

這二十年間仍在不斷地微調, 並未有一致的依循。 舉例而言, 在中國國家家統計局城市

社會經濟調查總隊 1996 年公布的 《中國城市住戶調查手冊》 中, 可支配所得定義是將

家戶所得減去個人所得稅以及記帳補貼; 但在 1986 年份的城市住戶所得調查問卷中,

並無繳稅支出的選項,12 另外 2006 年的可支配所得的定義, 又修正增加了個人繳交社

會保障支出作為所得減項。 另一個原因則為, 當仔細檢視相關數據, 個人所得稅以及記

帳補貼的平均值皆不及家戶平均所得的 0.5%, 因此家戶所得與可支配所得之間的差距

並沒有想像中的大。 綜合上述, 本文在後續分析中略去不計這些項目, 直接以前述定義

之 「家戶總所得」 為主。13

3.3 沿海及內陸城市的資料概況

根據上述所得資料處理說明, 我們可以分別計算沿海與內陸區域城市中每一家戶的實

質總所得, 並與相對應的家戶特性之敘述統計量整理於表 1 中。

從表 1 中的結果我們可以發現, 平均而言, 沿海區域城市的家戶總所得在各年度皆

高於內陸城市; 在 1986 年, 沿海與內陸城市家戶所得的比例是 1.33, 但 1997 年以及

2006 年, 此一比例已分別增加至 1.87 及 1.61。 在戶長年齡方面, 沿海城市在三個年

10大致而言, 學術上對於中國大陸官方消費者物價指數的設算,一般咸信在 1985 年之後的數據, 方值

得信賴, 如 Naughton (2007) 所述。 此外, 當進行進行區域間實質所得差異比較時, 另一個可行的處理

方式為直接以各省市的物價指數進行平減。 但是因為在我們可取得的資料中, 各省市之間的物價指數在

這些年度差異並不大, 因此我們在分析中就直接以各年度中國大陸的城市 CPI進行相關的平減程序。
11中國大陸城市住戶調查中對於戶長的界定和台灣行政院主計處對於戶長的定義相似, 乃以家庭經濟

的主要支撐者作為戶長(即一般所謂的 「經濟戶長」), 其不必然是戶籍長或是家庭中的年長者。
12中國大陸 《個人所得稅法》雖於 1980 年起頒佈實施, 但直到 1993 年對於該法第一次修正之後, 徵

收制度才逐漸法制化。
13Deininger and Squire (1997) 認為, 所得分配的建構應含括工資以及非工資收入等各類型的收入

來源, 而不應局限於可支配所得 (或應納稅所得)。 因為許多低收入家戶而言, 其收入來源往往和家庭副

業生產等非工資來源類別密切相關,若僅以可支配所得 (或應納稅所得)計算所得不均度等測度, 其結果

將可能會有高估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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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年度沿海及內陸城市基本統計量。

1986 沿海區域 內陸區域

家戶特性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家戶年度實質總所得 4288.3570 1759.2580 3228.2690 1073.5800
戶長年齡 44.4811 11.4849 40.6416 10.4681
戶長性別 (女性=1) 0.3724 0.4836 0.4497 0.4975
戶長教育程度 9.9576 3.4165 9.7294 3.0589
婚姻狀態 (已婚=1) 0.8986 0.3020 0.9216 0.2688
家戶規模 3.6617 1.1151 3.6686 1.0319
所得收入人數 2.1683 0.9432 2.1185 0.7947

Gini 係數 0.2127 0.1793

1997 沿海區域 內陸區域

家戶特性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家戶年度實質總所得 8105.5410 5207.9530 4326.1230 2087.3250
戶長年齡 47.7137 11.2094 45.4582 11.1893
戶長性別 (女性=1) 0.2974 0.4572 0.3552 0.4786
戶長教育程度 11.2563 3.0563 11.1375 2.8823
婚姻狀態 (已婚=1) 0.9511 0.2158 0.9405 0.2367
家戶規模 3.2426 0.8571 3.1459 0.7901
所得收入人數 2.3732 0.7557 2.2105 0.6758

Gini 係數 0.3008 0.2455

2006 沿海區域 內陸區域

家戶特性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家戶年度實質總所得 13629.6900 9697.6140 8487.4580 4902.4480
戶長年齡 50.1929 12.0222 49.7606 11.7644
戶長性別 (女性=1) 0.2734 0.4457 0.2716 0.4448
戶長教育程度 11.7070 3.1601 11.6888 3.1033
婚姻狀態 (已婚=1) 0.9277 0.2590 0.9303 0.2546
家戶規模 2.9851 0.8805 2.9133 0.7948
所得收入人數 2.3427 0.7470 2.2291 0.6739

Gini 係數 0.3533 0.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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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平均戶長年齡都高於內陸, 且標準差的結果也約略顯示沿海城市的戶長年齡分布

都較為分散。 但是, 沿海與內陸城市間的差距不論在均數或是標準差於 2006 年時已經

相當接近。 而在沿海區域城市家戶中, 女性戶長的比例在 1986 年以及 1997 年皆低於

內陸城市, 但於 2006 年, 則稍高於內陸區域城市。 整體而言, 不論是沿海或是內陸城

市, 女性戶長的比例隨著時間的演變而明顯降低, 2006 年已有超過 70% 的經濟戶長

都是男性。 這樣的結果顯示, 雖然婦女的工作機會在中國這幾年的城市經濟發展過程

中已大幅改善, 但從家戶的觀點切入, 男性在經濟上的角色相較於女性仍占優勢且逐漸

擴大。 在戶長的教育程度方面, 各年度沿海區域城市的均數與標準差雖然皆高於內陸

城市, 但差距並不大。 平均而言, 1997 年後這些城市的戶長已大多具有高中學歷。 除此

之外, 兩區域在家庭戶長婚姻狀態的差異也不明顯, 但 2006 年的已婚比例稍比 1997

年為低。 至於沿海及內陸城市的家戶規模則呈現逐年縮小的態勢, 平均規模從 1986 年

超過 3 個家庭成員降低到 2006 年的低於 3 個成員。 再者, 除 1997 年沿海城市的平

均家戶規模大於內陸城市外, 沿海城市在其餘 2 個年度都維持較小的平均規模, 但是

彼此間的差異也不大。 最後, 關於所得收入人數方面, 不論哪一個年度, 沿海城市皆略

高於內陸城市,這隱約顯示了在類似的家戶規模下, 沿海城市平均而言仍存在較多的工

作機會。 值得一提的是, 這些 「城市住戶調查」 中的家戶特性所呈現跨年度的趨勢變化

並非獨特, 其大約與其他調查資料類似, 如 Meng (2004) 及 Gao and Zhai (2010) 以

中國社科院的調查資料 「中國家庭收入調查」 (CHIP) 的分析結果。

3.4 所得分配與不均度

為了進一步觀察兩區域城市在各年度的所得分配可能變化, 我們首先比較經排序後, 兩

區域在各所得分量下所對應的家戶實質總所得差距, 其結果如圖 2 所示。

由圖中可以發現, 家戶所得的成長幅度和所得分配呈正向相關, 家戶所得隨著所得

分配中分位數的成長而逐漸擴大, 而且越是接近所得分配的右端 (90% 、95% 、99%),

沿海以及內陸城市的差距越大; 反之, 在小於 10% 的低所得家戶部分, 各年度沿海以

及內陸城市之間的變動並不大。 此外,1986 年沿海及內陸家戶所得差距,要比 1997 年

以及 2006 年來的明顯偏低。 此外, 我們也進一步根據此實質總所得分配, 計算出各年

度兩區域城市的家戶所得不均度 – Gini 係數。 我們將結果整理於表 1 中每一年資料

的最後一欄。 由結果我們首先可以看出, 不論沿海或內陸區域城市的所得分配都在逐

年惡化中, 沿海的 Gini 係數已在 1997 年超過 0.3,而內陸區域也在 2006 年接近 0.3。

再者, 不論那個年度, 沿海城市的 Gini 係數均較內陸城市高 0.04 至 0.06 左右, 其中,

三個年度內陸與沿海城市 Gini 係數的差距分別為 18.6%、22.5%, 以及 20.1%。 雖然,

此結果顯示 2006 年兩區域的所得分配不均不若 1997 年惡化, 但其差距仍然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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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各年度沿海與內陸區域的所得分量差距。

為了進一步了解各年度沿海及內陸城市間家戶實質所得的分配變動狀況, 我們將

所得標準化 (家戶所得減去平均所得後除以家戶所得的標準差) 後再進行比較; 各年度

標準化後的所得分配如圖 3 所示。 從圖 3 中我們可發現, 不論是在 1986、1997 或是

2006 年, 當標準化後的家戶所得的分配由內陸變化至沿海城市時, 整體分配急遽的集

中於平均所得水準附近, 尤其在 1997 年最為明顯; 此外, 各年度中, 沿海及內陸城市在

分配右尾上較為接近, 但是在分配左尾的部份,三個年度沿海城市的分配也較內陸城市

要來得往內縮, 亦即沿海城市低所得水準的家戶比例要比內陸城市少。 然而, 儘管多數

的沿海城市家戶所得集中於平均值附近, 我們從表 1 中 Gini 係數的計算, 仍可觀察到

城市家戶所得的不均度高於內陸城市家戶, 這約略顯示大陸沿海地區城市所得不均度

惡化的主要原因, 可能在於沿海城市中高所得家戶所擁有的財富占整體總和比例過高

所致; 亦即沿海城市的所得不均度之所以相對較高, 是因其富者越富,而非窮者越窮。

綜合上述資料的分析結果, 我們初步認為, 上述沿海以及內陸城市的家戶所得以及

平均家戶特性的差異, 可能仍是中國大陸各地區先後有別的發展過程中, 所帶來的社

會人口和社會經濟環境變遷所致。 如同大家所熟知, 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 19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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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06 年標準化後的所得分配。

圖 3: 各年度沿海(虛線)與內陸區域(實線) 城市家戶總所得標準化後的所得分配。

初期以開放沿海地區發展來帶動全國經濟增長, 並因此由南向北依序成就了珠江三角

洲、長江三角洲與環渤海灣等城市區的長遠發展。 然而, 偏重沿海地區的發展策略卻也

逐漸擴大內陸地區與東部地區間的經濟環境差距。 基於均衡發展的考量, 中國大陸於

1999 年開始進行 「西部大開發」規劃, 2002 年實施 「振興東北」計劃, 最後於 2004 年

喊出 「中部崛起」 的口號, 希冀能藉由各規劃逐步縮短各地區間經濟上的發展差異。 但

數十年來偏重沿海發展策略的結果, 對於沿海以及內陸城市之間的經濟環境以及家庭

特徵分布狀況, 其實已經在本質上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和變化。

4 實證結果分析

在此節中, 我們將分別利用第 2 節所介紹的計量方法, 分別估計相對應的線性迴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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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分量迴歸模型、 重建分配、 擬真分配與各式 OB 拆解。 值得注意的是, 我們在估計

線性迴歸與分量迴歸模型是針對 「取對數後的家戶總所得」 進行分析, 因此, 每個家戶

特性相對應的迴歸係數可以解釋為該特性的所得報酬率或是所得增加率。 此外, 後續

的條件均數或條件分量的 OB 拆解也都將以 「取對數後的家戶總所得」 為主。 然而, 當

我們進一步依 2.3節建構 「取對數後的家戶總所得」 的重建分配與擬真分配後,若要和

原所得分配的 Gini 係數比較, 則必須再將所抽樣出的 「取對數後的家戶總所得」 進行

指數轉換, 如此才能在相同的單位上進行比較。

4.1 線性迴歸與 OB 拆解

4.1.1 線性迴歸結果分析

我們首先利用線性迴歸模型 (3) 來分析各年度沿海與內陸區域家戶特性對於 「取對數

後的家戶總所得」 的解釋能力, 估計結果如表 2 所示。 以下我們將依年度分別討論此結

果。 值得注意的是, 我們於後續討論中, 都以估計值所對應 t 統計量 (t statistic) 的 p

值 (p value) 是否小於 10% 作為顯著與否的評判標準。

表 2: 線型迴歸模型估計結果。

1986 1997 2006

解釋變數 內陸區域 沿海區域 內陸區域 沿海區域 內陸區域 沿海區域

戶長性別 (女性=1) 0.0717 0.0500 0.1414 0.2091 0.0703 0.1241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戶長年齡 0.0041 0.0036 0.0031 -0.0004 0.0033 0.0016
(0.000) (0.000) (0.000) (0.676) (0.000) (0.064)

戶長教育年數 0.0223 0.0215 0.0371 0.0511 0.0649 0.091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家戶規模 0.0256 0.0538 -0.0250 0.1074 0.0263 -0.036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9) (0.009)

所得收入人數 0.2226 0.1903 0.2913 0.1732 0.2503 0.354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婚姻狀態 (已婚=1) 0.0414 0.0622 0.1996 0.2439 0.2156 0.2705
(0.024) (0.010) (0.000) (0.000) (0.000) (0.000)

常數項 7.0029 7.2308 6.9134 7.2450 7.1156 7.142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R̄2 0.3563 0.3764 0.2579 0.2628 0.2213 0.2930

附註: 括弧內的數字為該參數估計所對應之 t 統計量 (t statistic ) 的 p value, R̄2 指的是調整後的判定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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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6 年時, 我們首先發現所有迴歸係數估計都顯著為正, 亦即這些家戶特性對

於家戶總所得都有一定的正貢獻。 其中,與總所得最有直接相關的所得收入人數, 無疑

是兩區域城市中最能增加總所得的家戶特性, 每增加一人所得, 家戶總所得都可增加約

莫 20%。 至於其餘的家戶特性影響, 沿海城市中, 女性戶長、 家戶規模與戶長已婚狀態

相對應的家庭總所得報酬率大致皆為 5% 左右。 但內陸城市中的家戶特性影響則不大

相同, 女性戶長平均而言可比男性戶長多增加約 7.17% 的家庭總所得, 戶長已婚則比

未婚多增加 4.14% 的所得,而家戶規模與戶長教育年數則約增加 2% 的總所得。 再者,

內陸區域的家戶規模對於 「取對數後的家戶總所得」 的貢獻不及沿海家戶規模的一半。

其餘的家戶特性,除戶長為已婚外, 所有內陸的家戶特性對於家戶總所得的影響皆大於

沿海的家戶特性, 亦即內陸家戶特性的所得增加率較高, 但其差異皆有限。

1997 年時, 除沿海區域的戶長年齡外, 所有估計結果都顯著異於零, 但其對於家

戶總所得的報酬率正負影響則不一。 根據估計結果, 我們也可以發現兩區域家戶特性

對總所得的影響已有很大差別。 內陸的家戶規模的係數估計為 -0.0250, 亦即內陸家庭

每增加一個人, 所得將減少 2.50%。 反之, 沿海區域的家戶每增加一人則家戶所得卻

可以增加 10.74%。 另一方面, 家戶所得收入人數每增加一人, 可以增加內陸家戶所得

29.13%, 但卻只能增加沿海家戶所得 17.32%。 同時, 戶長教育年數每增加一年, 可增

加內陸家戶所得 3.71%, 但卻能增加沿海家戶所得 5.11%。 再者, 所得收入人數不再

是沿海地區最重要的家戶特性, 其重要性已被女性戶長與已婚狀態所超越。 和 1986 年

的結果相較, 兩區域的女性戶長、 教育年數與已婚狀態特性都更能顯著增加家庭總所

得。

至於 2006 年的結果顯示, 所有估計值都顯著異於零。 同時, 不論在哪個區域, 所

得收入人數與戶長已婚狀態影響家庭總所得的程度最大, 分別可以到 25% 及 21% 以

上; 至於女性戶長特性則為第三重要特性, 分別可增加內陸區域 7.03% 與沿海家庭

12.41% 的所得。 若進一步比較沿海與內陸區域各特性的影響, 我們發現家戶規模對所

得的影響和 1997 年相反: 內陸家庭每增加一個人, 家戶總所得將增加 2.63%; 沿海

的家戶每增加一人則家戶所得反而減少 3.61 %。 此外, 除了戶長年齡與家戶規模外,

所有其他家戶特性在沿海區域對家戶總所得的貢獻都大於內陸區域。 其中, 差異最大

的為家戶所得收入人數, 每增加一收入人數, 在沿海區域可比內陸區域多增加 10.39%

的家戶總所得。 另一方面, 戶長教育年數每增加一年, 可增加內陸家戶所得 6.49%, 但

卻能增加沿海家戶所得 9.11%。

綜合而言, 針對條件均數的線型迴歸模型估計結果, 我們大致可以發現, 除了所得

收入人數外, 女性戶長與已婚狀態對於兩區域城市的家庭總所得的影響最大且為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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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對於女性已婚戶長在經濟上的優勢現象, 文獻上一般認為這樣的趨勢來自於女

性的已婚經濟戶長通常具有較高的教育水準及較好的工作, 因此相較於男性 (或未婚)

戶長對於家庭總所得的貢獻更大; 如 Meng (2004)與 Gao and Zhai (2010)等研究所

推論。 同時, 教育對於總所得具有正向影響且其影響逐年遞增,這樣的結果也多和文獻

上以條件均數迴歸分析所得到的結果一致。 另一方面,若從時間趨勢的演變來看, 相較

於其他兩年, 1986 年時相同家戶特性於內陸與沿海區域的家戶總所得增加率的差異性

相對較小。 然而, 1997 與 2006 年度兩區域間的家戶特性對所得的影響就有顯著的不

同。 其中,與內陸區域相比較, 沿海區域的女性戶長 (相較於男性戶長)與戶長已婚 (相

較於戶長未婚) 的特性平均皆約能多增加 5% 至 6% 的家戶總所得; 戶長教育年數則

在 1997 (2006) 年多增加 1.40 % (2.62%) 的總所得; 家戶規模每增加一人則在 1997

年多增加 13.24%, 卻在 2006 年減少約 6.24% 的總所得; 家戶所得收入人數每增加

一人則在 1997 年減少 11.81%, 卻在 2006 年增加約 10.39% 的總所得。

此外, 我們發現不論是在沿海以及內陸城市, 三個年度中的女性戶長相較於男性戶

長而言, 對於家戶所得的貢獻較高, 同時, 在1997 年和 2006 年兩個年度, 沿海區域

中女性戶長對家戶所得的貢獻效果皆要比內陸區域來得大, 由於大陸女性普遍的工資

收入要較男性來得低 (Liu, 2011), 因此這樣的結果似乎顯得相當特別, 然而 Meng et

al. (2007) 在研究中國大陸城市的貧窮問題時也曾指出, 女性戶長的家庭, 其收入較不

易落入貧窮線之下。 至於在戶長年齡部分, 我們也發現年齡對於家戶所得的影響趨近

於零, 一般而言, 在研究工資的文獻中, 年齡常用來估計受僱者的經驗, 而文獻也顯示

出經驗越高者, 其工資收入也越高, 但顯然在家戶特性的分析架構下, 戶長年齡對於家

戶所得的貢獻度不若其他家戶特性明顯。

最後, 我們特別針對家戶的規模以及所得收入人數對於家戶總所得的影響結果變

化進行相關說明與推論。 在中國大陸的政策中, 和這兩個變數較為相關的制度性因素

為中國大陸對於家戶各種租房、 教育以及醫療等的補助 (包含糧票) 政策, 而這些也是

構成家戶所得來源的一部分。 在 1980 年代時, 這些移轉性的收入仍是由政府進行發

放, 但是從 1990 年代初期開始,這些補助制度隨著中國大陸發展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

而逐步廢除, 並且轉由企業雇主 (國有經濟單位、集體經濟單位, 或是其他) 對於單位內

職工的各項津貼補助來取代。 這樣的制度轉換最主要差異在於, 之前由官方發放補助

時, 是依照家戶之戶口數 (即家戶規模) 來決定補助額的多寡, 但雇用單位發放津貼補

助則只針對受僱者 (即有所得收入者)。 因此, 我們應該有機會觀察到家戶規模對於所

得的影響效果在 80 年代中期較大,而至 90 年代中期應該變小, 同樣的, 所得收入人數

的所得的貢獻效果從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應該變大。 我們從表 2 中內陸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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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戶特性對所得影響的估計結果, 可以清楚觀察到這樣制度轉換的結果影響, 亦即內陸

城市的家戶規模對於所得的增加率, 從 1986 年的 2.56%, 降為 1997 年的 −2.5%,而

內陸城市的所得收入人數對於家戶所得的影響, 則從 1986 年的 22.26%, 升高為 1997

年的 29.13%; 但是在沿海城市部分, 則並未出現直接反應此移轉性收入制度轉換後的

結果,這也顯示出了內陸以及沿海城市在影響所得分配變化因素上的差異性。

4.1.2 條件均數的 OB 拆解

根據前一節的簡單線性迴歸估計結果, 我們可以進一步利用所得到的估計值 β̂(·) 及樣

本的平均數 ȳ(·) 與 x̄(·) 進行在條件均數上的 OB 拆解:

ȳ(c)
− ȳ(i)

= β̂(c)′(x̄(c)
− x̄(i)) + (β̂(c)

− β̂(i))x̄(i),

其中, 等號左邊是兩區域的平均 「取對數後的家戶總所得」 差距, 等號右邊拆解的第一

項為其他條件不變下, 僅因從內陸區域 i 改變為沿海區域 c 的平均家戶特性時所造成

平均家戶所得的變動;而第二項則描繪了固定在內陸區域 i 的平均家戶特性下, 但經濟

環境 (報酬率參數) 從內陸區域 i 轉變為沿海區域 c 時而造成平均家戶所得的變化, 亦

可稱之為在平均家戶特性下, 兩區域的家戶總所得平均歧視程度。 各年度的 OB 拆解

結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條件均數的 OB 拆解。

年份 ȳ(c) ȳ(i) ȳ(c)
− ȳ(i) β̂(c)′(x̄(c)

− x̄(i)) (β̂(c)
− β̂(i))x̄(i)

1986 8.2903 8.0238 0.2665 0.0227 ( 8.52%) 0.2438 (91.48%)
1997 8.8536 8.2718 0.5818 0.0342 ( 5.88%) 0.5476 (94.12%)
2006 9.2931 8.8923 0.4007 0.0394 ( 9.83%) 0.3613 (90.17%)

附註: 括弧內的數字為該拆解值佔 ȳ(c)
− ȳ(i) 的差異比例。

根據表 3 的各年度的拆解結果, 我們可以發現, 兩區域的平均 「取對數後的家戶總

所得」 差異, 大致有 5.8%至 9.8 % 是因兩區域平均家戶特性不同而造成,而高達 90%

的差異都是來自於兩區域經濟環境差異 (報酬率參數的差異)。 這部份的拆解大致解釋

了沿海與內陸區域平均家戶總所得的變化, 主要很可能是政府政策與城市地理位置優

勢等因素所造成, 平均家戶特性的差異對家戶總所得差異雖有正貢獻, 但應不是主要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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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分量迴歸與 OB 拆解

4.2.1 分量迴歸結果分析

根據分量迴歸模型 (5), 各年度兩區域的估計結果如圖 4 至圖 6 所示, 各圖的估計結

果由左至右、 由上而下依序分別為截距項、 戶長性別 (女性=1)、 戶長年齡、 戶長教育

年數、 家戶規模、 所得收入人數與婚姻狀態 (已婚=1) 的對應分量迴歸參數估計值。 其

中, 虛線表示線性迴歸估計結果, 而灰色區域是分量迴歸模型估計相對應的 95% 信賴

區間。

根據 1986 年的估計結果, 我們發現, 除了女性戶長與戶長教育年數外, 沿海與內

陸區域的家戶特性在各分量下對 「取對數後的家戶總所得」 的影響趨勢皆類似。 大致

而言, 根據兩區域的估計結果顯示, 戶長年齡愈大或家戶規模越大, 則越高分量所得家

戶的所得增加率越高; 反之, 家戶所得收入人數越多或戶長為已婚, 則越高分量所得家

戶的所得增加率越低。 其中, 戶長已婚在內陸區域 0.4 分量以及沿海區域 0.5 分量之

後的所得增加率由正轉負, 亦即婚姻對於 1986 年的中高所得家戶而言是個不利因素。

至於女性戶長相較於男性戶長的部份, 在沿海地區中,高分量所得的增加率稍高於低分

量所得, 但大約都在 5% 上下。 然而, 在內陸區域則相反, 高分量所得的女性戶長所得

增加率遠低於低分量所得, 其中最高與對低分量間所得增加率差距將近 10%。 另一方

面, 關於戶長教育程度對於家戶所得增加率的影響, 在沿海地區僅高分量 (大於 0.7 分

量) 家戶所得的所得增加率會隨所得分量上升而上升, 其餘皆維持在 1.5% 左右的水

準; 反之, 在內陸區域則隨所得分量增加而減少, 最高與對低分量間所得增加率差距約

為 2%。

1997 年分量迴歸的估計結果則顯現了一些不同於 1986 年的情況。 首先, 在所

有家戶特性中, 隨著家戶所得分量增加, 家戶規模增加在兩區域中都會些微提高所得

增加率, 唯內陸區域的所得增加率皆為負 (−5% 至 −2%) 但沿海區域皆為正 (3%

至 20%); 相反的, 家戶所得收入人數的所得增加率大致隨所得分量增加而減少 (此與

1986 年情況相同)。 再者, 沿海區域中戶長教育年數的所得增加率隨所得分量增加而

逐漸降低 (從 6% 到 4%), 而內陸區域則僅在低所得分量中有明顯的下降趨勢, 0.3 分

量之後所得增加率大約都等於 3%。 另一方面, 沿海區域中女性戶長 (相較於男性) 或

戶長已婚 (相較於未婚) 的所得增加率大致不隨所得分量不同而變, 約固定在 20% 的

水準;而內陸區域這兩個家戶特性與所得分量則呈現明顯的負斜率關係, 亦即女性戶長

(已婚戶長) 在越低所得分量家戶中的所得增加率越高, 最高分別可約達 20% (30%) 的

水準,而在高所得分量最低,約降為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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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86 年內陸區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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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986 年沿海區域城市。

圖 4: 1986 年家戶總所得的分量迴歸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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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97 年內陸區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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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997 年沿海區域城市。

圖 5: 1997 年家戶總所得的分量迴歸估計結果。

24



5.
00

6.
00

7.
00

8.
00

9.
00

In
te

rc
ep

t

0 .2 .4 .6 .8 1
Quantile

-0
.1

0
0.

00
0.

10
0.

20
fe

m
al

e 
(h

ea
d 

of
 h

ou
se

ho
ld

)

0 .2 .4 .6 .8 1
Quantile

-0
.0

1
0.

00
0.

01
0.

01
0.

01
ag

e 
(h

ea
d 

of
 h

ou
se

ho
ld

)

0 .2 .4 .6 .8 1
Quantile

0.
04

0.
05

0.
06

0.
07

0.
08

0.
09

ed
uc

at
io

n 
ye

ar
 (h

ea
d 

of
 h

ou
se

ho
ld

)

0 .2 .4 .6 .8 1
Quantile

-0
.0

5
0.

00
0.

05
0.

10
ho

us
eh

ol
d 

si
ze

0 .2 .4 .6 .8 1
Quantile

0.
20

0.
25

0.
30

po
pu

la
tio

n 
w

ith
 in

co
m

e

0 .2 .4 .6 .8 1
Quantile

-0
.2

0
0.

00
0.

20
0.

40
0.

60
m

ar
ita

l s
ta

tu
s 

(h
ea

d 
of

 h
ou

se
ho

ld
)

0 .2 .4 .6 .8 1
Quantile

(a) 2006 年內陸區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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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06 年沿海區域城市。

圖 6: 2006 年家戶總所得的分量迴歸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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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2006 年的結果則顯示, 在所有沿海與內陸地區的家戶特性中,隨著所得

分量的增加, 戶長年齡、 戶長教育年數與戶長已婚三個特性的所得增加率都呈現負斜

率關係, 即越高所得分量家戶中, 這三個特性的所得增加率越低。 其中, 較為顯著的變

化是, 內陸 (沿海) 區域的教育年數所得增加率約從 8%(11%) 降至 5%(7%), 而內陸

(沿海) 區域的婚姻所得增加率約從 42%(42%) 降至 0%(15%)。 再者, 隨著所得分量

增加, 女性戶長的所得增加率 (相較於男性戶長) 在各所得分量大致相同, 其中沿海區

域約為 12% 而內陸區域則為 7%。 至於家戶規模所得增加率, 隨所得分量增加, 內陸

區域呈現負斜率, 而沿海區域則呈現倒 U 曲線且大部份分量的所得增加率為負。 至於

家戶所得收入人數方面, 其所得增加率在內陸區域不隨所得分量而變動, 其大致固定於

25% 左右; 但沿海區域則隨所得分量增加而降低 (從 40% 到 26%)。

綜合而言, 各年的家戶特性對沿海與內陸區域的所得增加率在各分量下的變化不盡

相同。 我們簡單將各特性的變化與比較整理如下。 首先, 戶長年齡對於家戶所得各分量

於各區域與各年的比較中, 其所得增加率幾乎都是所有特性中最小的。 再者, 女性戶長

(相對男性戶長) 的所得增加率約在 5% 到 20% 上下 , 其中於 1986 與 1997 年內陸

區域的低所得家戶中的所得增加率皆約比高所得家戶多 10%, 但對於沿海區域的高低

所得家戶的影響則無太明顯差異; 到 2006 年之後, 女性戶長的所得增加率不論在沿海

或內陸區域在各所得分量下的所得增加率就大致相同 (沿海區域約為 11%, 而內陸區

域為 7%)。 另外,除了 1997 年的沿海區域外, 已婚相較於未婚戶長的所得增加率都隨

家戶所得分量增加而減少 (上下差距約 20%), 亦即婚姻對於高所得家戶的相對所得增

加率較低。 另一個有趣的結果是, 除了 2006 年的內陸區域外, 高所得家戶收入人數的

所得增加率都低於低所得家戶, 但家戶規模卻於高所得家戶具有較高的所得增加率。

最後, 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 戶長教育年數對於所得的影響在區域間以及跨年度的

變化。 從圖 4 至圖 6 中可以看出, 各年度的內陸城市結果皆顯示出戶長教育程度對於

高所得的家戶影響效果,要小於其對於低所得家戶的影響,三個年度的高低所得分量間

的平均差距約在 2–3% 的範圍; 相對地, 戶長教育年數在沿海地區城市的影響效果, 則

在 1986 年家戶所得的增加率會隨著所得分量的上升而上升, 但是這樣的現象在 1997

年的沿海地區的分析結果中開始減弱, 到了 2006 年, 戶長教育年數對於沿海家戶所得

的影響變成是隨著所得分量上升而下降, 教育對各所得分量的影響趨勢在此時也轉變

成與內陸城市相同。 整體而言, 我們可以歸納出, 戶長教育程度在大陸城市家戶中對於

低所得家戶的影響效果較大。 這樣的變化趨勢和 Knight and Song (2003)與 Bishop

et al. (2005)等藉由分量迴歸模型分析大陸人力資本投入對於 (工資或家庭) 收入影響

的文獻相類似。14 我們認為戶長教育年數對於高所得家戶的影響效果較小的原因, 可能

14然而, 這樣的趨勢卻和文獻上其他國家相關分析的結果明顯不同。 一般而言, 文獻的研究結果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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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陸城市的高所得家戶主要都來自於大型國有企業有關。 許多位於城市經濟體中的

國有企業, 在大陸改制國企的過程中, 往往受到公部門挹注資源協助其購併與轉型而大

幅受益,15而其獲利也大量地透過補貼或是獎金的型態分配給員工。 由於這樣的分配模

式往往相當平均, 並不一定和員工的人力資本投入相關, 因此對於這些屬於高收入的家

戶而言, 戶長教育年數對其收入增加的影響效果將顯得有限。

簡而言之, 相較於僅以線性迴歸模型來描述家戶特性對於平均 「取對數後的家戶總

所得」 的影響, 這些分量迴歸模型的估計除了呈現更豐富且細膩的結果去描述各家戶

特性在不同所得分量、 不同區域及不同年代間的影響外, 更可以進一步作為施政者改

善所得分配不均時的政策施作對象與可能效果的參考。

4.2.2 條件分量的 OB 拆解

類似於條件均數的分析, 我們也可以根據分量迴歸的估計結果,進行條件分量的 OB 拆

解。 給定某一所得分量 θ , 沿海區與內陸區域城市相對應的該分量所得 (取對數後) 觀

察值為 y(c)(θ)與 y(i)(θ), 則在平均家戶特性 x̄(c) 與 x̄(i) 的考量下, 相對應的 OB 拆

解將為

y(c)(θ) − y(i)(θ) = β̂(c)′(θ)(x̄(c)
− x̄(i)) +

(
β̂(c)(θ) − β̂(i)(θ)

)
x̄(i)

+ 誤差,

其中, 和條件均數下的拆解類似,等號左邊是兩區域在相同分量 θ 的家戶所得差距,等

號右邊第一項為平均家戶特性改變時所造成此分量的家戶所得變動, 第二項則為經濟

環境 (報酬率參數) 變化而造成此分量的家戶所得變化。 此外, 相較於條件均數線性模

型下的平均誤差必為零, 此處的拆解將會產生對應的誤差項。 我們於表 4考慮了 (取對

數後) 所得分配的四分位數 θ = 0.25, 0.5, 0.75 的拆解結果。

從表 4 的拆解, 我們得到了比條件均數下的 OB 拆解更多關於兩區域所得分配差異

的訊息, 茲分述如下。 首先, 不論哪一年度, 兩區域取對數後的家戶所得差異 y(c)(θ) −

y(i)(θ) 皆隨分量增加而變大, 此和圖 2 結果一致。 再者, 因平均家戶特性改變時 (由

為人力資本的投入(教育) 除了對所得有正的影響外, 對於高所得者的影響效果要較低所者來得大, 如

Buchinsky (1994) 和 Chamberlain (1994) 對於美國工資收入的研究, Fitzenberger and Kurz (2003)
針對德國的人力資本報酬研究, 管中閔．陳建良 (2006) 針對台灣的工資函數研究, 以及 Machado and
Mata (2005) 利用葡萄牙資料研究薪資變化等。

15中國大陸城市經濟改革在 1980 年代中漸漸引入市場機制, 在此之前, 所有的企業皆歸公部門所有;
而市場機制的引入包括產品價格的自主設定以及薪資獎勵制度的調整等,這些改革措施的確對於大陸城

市以及整體經濟發展帶來正面的影響, 所展現出來的結果是經濟生產總值不斷地在增長, 但是市場機制

的引入也漸漸對於國有企業的經營帶來了壓力, 因為國有企業冗員過多, 經營管理也缺乏現代化公司治

理的概念, 因此從 1990 年代起, 中國大陸針對國有企業陸續啟動更為劇烈的改革措施, 包括賣掉一些

體質不良的中小型 (通常屬於第一級產業並位於縣級單位以下者) 或放任其倒閉, 但是對於體質良好的、

有競爭力的國企則挹注資源協助其購併與轉型,這就是所謂的 「抓大放小 」 的經濟改革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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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條件分量的 OB 拆解。

年份 θ y(c)(θ) y(i)(θ) y(c)(θ) − y(i)(θ) β̂(c)′(θ)(x̄(c)
− x̄(i)) (β̂(c)(θ) − β̂(i)(θ))x̄(i)

0.25 8.0539 7.8438 0.2101 0.0253 (12.03%) 0.1938 (92.23%)
1986 0.50 8.2577 8.0269 0.2308 0.0324 (14.03%) 0.1870 (81.02%)

0.75 8.5163 8.2268 0.2895 0.0266 ( 9.18%) 0.2523 (87.16%)

0.25 8.5126 7.9851 0.5275 0.0357 ( 6.76%) 0.5060 (95.93%)
1997 0.50 8.8089 8.2747 0.5342 0.0360 ( 6.74%) 0.5063 (94.77%)

0.75 9.1608 8.5608 0.6000 0.0327 ( 5.44%) 0.5405 (90.09%)

0.25 8.8719 8.5609 0.3110 0.0423 (13.60%) 0.3033 (97.55%)
2006 0.50 9.3468 8.9256 0.4212 0.0387 ( 9.19%) 0.3591 (85.25%)

0.75 9.7738 9.2711 0.5027 0.0355 ( 7.07%) 0.4241 (84.36%)

附註: 括弧內的數字為該拆解值佔 y(c)(θ) − y(i)(θ) 的差異比例。

x̄(i) 到 x̄(c)) 所造成各分量的家戶所得差異, 在 1986 年時皆都可解釋約 10% 左右的

差異, 其中 0.5 分量時更高達 14%; 而 1997 年時與 2006 年時, 平均家戶特性改變

可解釋的比例就隨著分量增加而遞減, 其中 2006 年的差異更為明顯 (從 0.25 分量的

13.60% 降至 0.75 分量的 7.07%)。16 這樣的結果隱含了, 同年度兩區域的平均家戶特

性差異對於低分量所得家戶而言具有較為關鍵的影響, 對於高所得家戶而言則否。 另

外, 整體而言,經濟環境的不同仍是造成兩區域相同所得分量家戶下的所得差異主因。

4.3 重建分配、 擬真分配與 OB 拆解

根據第 2.3.3 節的分析, 我們分別建構了 1986、1997 與 2006 年沿海與內陸區域的

「取對數後的家戶總所得」 分配與相關的擬真分配。 在此小節, 我們將依序分析每年度

中, 兩區域間所得差異透過重建分配與擬真分配在 OB 分解下的變動情況, 以及計算

相對應 Gini 係數的 OB 分解的結果。

4.3.1 重建分配與擬真分配

針對 1986 年、1997 年與 2006 年的沿海與內陸區域的 「取對數後的家戶總所得」, 其

觀察資料所顯示的分配與我們所建構的重建分配與擬真分配依序如圖 7 至圖 9 所示。

其中, 各圖中的三條垂直線依序為以實線所描繪之所得分配相對應的 0.25、0.5與 0.75

三個分位數, 即各圖 (a)與各圖 (c) 為內陸城市觀察值與重建分配相對應的分位數, 而

各圖 (b) 則為擬真分配 f̃ (c,i)
Y 所對應的分位數。

16
值得注意的是, 在表 4 的拆解中, 由於誤差項的存在, 因此 β̂(c)′(θ)(x̄(c)

− x̄(i)) 與 (β̂(c)(θ) −

β̂(i)(θ))x̄(i) 解釋 y(c)(θ) − y(i)(θ) 的比例不必然等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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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據觀察值而描繪的沿海區域所得分配 (虛線)、 內陸區域所得分配 (實線) 及差距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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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沿海區域重建分配 f̃ (c)
Y (虛線)、 擬真分配 f̃ (c,i)

Y (實線) 及差距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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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內陸區域重建分配 f̃ (i)
Y (實線)、 擬真分配 f̃ (c,i)

Y (虛線) 及差距 (點)。

圖 7: 1986 年沿海與內陸區域城市之 (取對數後的) 所得分配、重建分配與擬真分配。

29



-.5
0

.5
1

7 8 9 10 11 12
logincome

(a) 根據觀察值而描繪的沿海區域所得分配 (虛線)、 內陸區域所得分配 (實線) 及差距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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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沿海區域重建分配 f̃ (c)
Y (虛線)、 擬真分配 f̃ (c,i)

Y (實線) 及差距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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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內陸區域重建分配 f̃ (i)
Y (實線)、 擬真分配 f̃ (c,i)

Y (虛線) 及差距 (點)。

圖 8: 1997 年沿海與內陸區域城市之 (取對數後的) 所得分配、重建分配與擬真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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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據觀察值而描繪的沿海區域所得分配 (虛線)、 內陸區域所得分配 (實線) 及差距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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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沿海區域重建分配 f̃ (c)
Y (虛線)、 擬真分配 f̃ (c,i)

Y (實線) 及差距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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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內陸區域重建分配 f̃ (i)
Y (實線)、 擬真分配 f̃ (c,i)

Y (虛線) 及差距 (點)。

圖 9: 2006 年沿海與內陸區域城市之 (取對數後的) 所得分配、重建分配與擬真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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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些圖形分析, 我們可以發現, 大致而言, 圖 7(a)、 8(a) 與 9(a) 皆顯示, 沿海

區域所觀察到的所得分配皆位於內陸分配的右方, 且較為低闊。 其中, 各年度的差別主

要在於兩區域間所得分配的差距程度上。 1986 年時大約以內陸區域的所得分配第 0.7

分量的水準值為分野, 高於此水準值的家戶比例低於沿海區域的家戶比例; 1997 年此

分野約為 0.75 分量的所得水準,而 2006 年時更右移到該年內陸區域約 0.8 分量的所

得水準。

若根據所得變數差異 OB 拆解法 (10), 我們可以進一步透過兩個面向來分析這兩

個區域間分配的變化情況。 首先, 當報酬率參數固定於沿海區域 c 的情況下, 沿海區域

在內陸地區家戶特性下的擬真分配 f̃ (c,i)
Y (實線)約略從重建分配 f̃ (c)

Y 左移 (虛線)。 大

致而言, 根據圖 7(b), 1986 年時, 原高於擬真分配 f̃ (c,i)
Y 中 0.75 所得分量水準值的家

戶比例減少, 但小於 f̃ (c,i)
Y 中 0.5 所得分量水準值的家戶比例卻增加。 而圖 8(b) 顯示,

1997 年的整體左移幅度皆不若 1986 年時明顯, 但仍是原高於擬真分配 f̃ (c,i)
Y 中 0.5

所得分量水準值的家戶減少, 而小於 f̃ (c,i)
Y 中 0.5 所得分量水準值的家戶增加。 至於

2006 年圖 9(b) 的情況也與 1997 年類似, 只是擬真分配 f̃ (c,i)
Y 中所得分量水準值的

分野由 0.5 分量移到 0.6 分量。

再者, 當固定在內陸區域的家戶特性時, 當經濟環境變化 (參數變化) 是從內陸換成

沿海區域時, 家戶所得分配明顯從內陸重建分配 f̃ (i)
Y 右移至擬真分配 f̃ (c,i)

Y 。 其中, 圖

7(c) 顯示 1986 年時, 原大於內陸重建分配 f̃ (i)
Y 中約 0.6 所得分量水準值的家戶比例

增加且所得水準越高的家戶增加比例越多, 但小於 f̃ (i)
Y 中 0.6 所得分量水準值的家戶

比例則大幅降低。 至於 1997 與 2006 年的情況則類似, 原大於內陸重建分配 f̃ (i)
Y 中

約 0.75 所得分量水準值的家戶比例增加且所得水準越高的家戶增加比例越多,而小於

f̃ (i)
Y 中 0.75 所得分量水準值的家戶比例則大幅降低 (圖 8(c)與圖 9(c))。

此外, 從圖 7(b)、8(b)、9(b) 也可發現, 因家戶特性改變所帶來的影響, 對於0.25所

得分量 (低分量水準) 家戶有較為顯著的效果, 此一結果和前小節條件分量 OB 拆解中

所觀察到的現象相同。 但整體而言, 每一年度沿海區域與內陸區域家戶總所得分配的

差異性, 主要還是來自於家戶特性分配變化以外的經濟環境變化 (報酬率參數變化) 所

造成, 其中 1997 與 2006 年的變化比 1986 年更為明顯, 這樣的結果和前述的條件均

數與條件分量的 OB 拆解結果相呼應, 再次反應了中國政府先沿海後內陸的經濟發展

政策在其城市經濟發展中所扮演著重要角色。

4.3.2 Gini 係數的 OB 拆解

將沿海區域重建分配 f̃ (c)
Y 、 內陸地區重建分配 f̃ (i)

Y 與沿海區域在內陸地區家戶特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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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擬真分配 f̃ (c,i)
Y 的對應值做指數轉換後, 我們可以進一步利用式 (12) 根據母體分配

所做的拆解, 將各年度沿海與內陸區域依家戶所得而計算的 Gini 係數差異進一步表示

成

Ĝini(Y (c)) − Ĝini(Y (i))

=

[
Gini(Ỹ (c)) − Gini(Ỹ (c,i))

]
+

[
Gini(Ỹ (c,i)) − Gini(Ỹ (i))

]
+ 誤差, (13)

其中, Ĝini(Y (R)), R = c, i, 表示依觀察值而直接計算的 Gini 係數。 第一項拆解為

其他條件不變下, 僅因家戶特性從內陸區域 i 改變為沿海區域 c 的特性時所造成所得

分配的 Gini 係數差異;而第二項則描繪了固定家戶特性於內陸區域 i , 但經濟環境 (報

酬率參數) 從內陸區域 i 轉變為沿海區域 c 時而造成所得分配的 Gini 係數變化, 亦即

因兩區域間的所得歧視而造成 Gini 係數的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 相較於 (12) 式的拆

解, 式 (13) 中的誤差項主要是來自各區域依觀察值而直接計算的 Gini 係數與以重建

分配而計算的 Gini 係數之間的差異。 各年度依據觀察值直接計算的 Gini 係數、 根據

重建分配而計算的 Gini 係數以及擬真分配的 Gini 係數計算結果如表 5 所示,而相對

應 OB 拆解結果則整理於表 6 中。

表 5: 觀察值、重建分配與擬真分配的 Gini 係數。

沿海區域 內陸區域

年份 Ĝini(Y (c)) Gini(Ỹ (c)) Ĝini(Y (i)) Gini(Ỹ (i)) Gini(Ỹ (c,i))

1986 0.2127 0.2071 0.1793 0.1762 0.1964
1997 0.3008 0.2957 0.2455 0.2394 0.2905
2006 0.3533 0.3423 0.2941 0.2843 0.3401

附註: Ĝini(Y (·))、Gini(Ỹ (·))與 Gini(Ỹ (c,i)) 分別為根據觀察值、重建分配與擬真分配而計算的 Gini 係數。

首先, 根據表 5 的結果, 我們可以發現, 兩個區域在各年份根據重建分配所計算出

的 Gini 係數 (Gini(Ỹ (·)))都比直接以觀察值計算的 Gini 係數 (Ĝini(Y (·))) 略小, 但

差異不大。 再者, 各年度的沿海區域家戶所得分配都比內陸區域更為不均,而根據沿海

區域在內陸地區家戶特性下的擬真分配所計算的 Gini 係數 (Gini(Ỹ (c,i))) 則介於兩

區域各自的 Gini 係數之間。 此結果隱含了沿海與內陸區域間家戶特性的差異是造成

沿海區域較高 Gini 係數的一個原因。 因此,若能在相關政策上有效拉近兩區域間的家

戶特性差距, 則可以適度減少兩區域間所得分配不均度的差異。

另一方面, 根據表 6 的 OB 拆解結果, 我們首先可以發現,這三個年份的 Gini 係數

OB 拆解的誤差項所佔的比例都不高, 最高為 1986 年時的 7.37%,這顯示我們所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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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Gini 係數的 OB 拆解。

年份 Ĝini(Y (c)) − Ĝini(Y (i)) Gini(Ỹ (c)) − Gini(Ỹ (c,i)) Gini(Ỹ (c,i)) − Gini(Ỹ (i)) 誤差

1986 0.0334 0.0107 (32.07%) 0.0202 (60.56%) 0.0025 ( 7.37%)
1997 0.0553 0.0052 ( 9.33%) 0.0511 (92.55%) -0.0010 (-1.88%)
2006 0.0592 0.0022 ( 3.78%) 0.0558 (94.22%) 0.0012 ( 2.00%)

附註: 1. Ĝini(Y (·))、Gini(Ỹ (·))與 Gini(Ỹ (c,i)) 分別為根據觀察值、重建分配與擬真分配而計算的 Gini 係數。

2. 括弧內的數字為該拆解值佔 Ĝini(Y (c)) − Ĝini(Y (i)) 的差異比例。

的估計分配與拆解法有一定的可信度。 除此之外, 在 1986 年時, 沿海區域的 Gini 係

數比內陸區域高 0.0334。 其中, 因為家戶特性而造成的 Gini 差異為 0.0107, 解釋了

所得不均度總差異的 32.07%; 而經濟環境變化 (參數變化) 造成的差異為 0.0202, 佔

總差異的 60.56%。 1997 時, 兩區域間所得不均度差異擴大為 0.0553, 其中僅 9.33%

為家戶特性差異造成,經濟環境變化佔了差異的 92.55%。 家戶所得分配不均的情況在

2006 年更進一步惡化, 沿海區域的不均度比內陸區域多 0.0592, 且高達 94.22% 的差

異都是因為經濟環境變化而造成。

5 結論與討論

在改革開放與計畫經濟的支撐下, 中國大陸在這二十多年來維持了相當高的經濟成長

率, 但也伴隨著所得分配不均度的逐漸惡化。 其中, 沿海區域與內陸區域之間的所得

分配變化是本研究所關心的主要議題。 在本研究中, 我們試圖從家戶特性的變化去分

析沿海區域與內陸區域城市間的家戶總所得分配變化。 不同於以往文獻上針對中國大

陸所得分配與不均度的探討方式, 我們根據 1986、 1997 與 2006 年的沿海區域與內

陸區域城市家戶所得及家戶特性, 除了先以傳統的條件均數線性模型分析外, 更採用

Machado and Mata (2005) 的分析方法, 在條件分量迴歸線性模型的設定下, 利用不

同分量下的參數估計與自體重複抽樣的方式重建對應分配與擬真分配, 並進行文獻上

常用的 OB 拆解法來進一步分析所得分配之間的差異以及所得不均度的變化。 我們將

實證分析得到的結果簡單整理如下。

首先, 針對條件均數的線型迴歸模型估計結果, 我們大致可以發現, 除了所得收入

人數外, 女性戶長與已婚狀態對於兩區域城市的 「平均」(取對數後的) 家戶總所得的影

響最大且為正向影響。 其中, 與內陸區域相比較, 沿海區域的女性戶長 (相較於男性戶

長)與戶長已婚 (相較於戶長未婚) 的特性皆約能多增加 5%至 6% 的平均 (取對數後

的) 家戶總所得。 另一方面, 分量迴歸的估計結果顯示, 在我們所考慮的家戶特性中,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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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影響家戶總所得 「分配」 最重要的三個特性仍為女性戶長、 戶長已婚及家戶所得收入

人數。 其中, 女性戶長於 1986與 1997 年內陸區域的低所得家戶中的所得增加率高於

高所得家戶, 但對於沿海區域的高低所得家戶的影響則無太大差異。 另外, 除了 1997

年的沿海區域外, 已婚戶長相較於未婚的所得增加率都隨家戶所得分量增加而減少, 亦

即婚姻對於高所得家戶的相對所得增加率較低。 其中, 關於內陸區域約與沿海區域城

市家戶的比較, 三個年度的低所得家戶的婚姻所得增加率在內陸區域皆比沿海區域為

高, 但 1986 與 1997 年中高所得家戶則相反, 沿海區域較高。 至於家戶所得收入人數

特性的影響,除了 2006 年的內陸區域外,高所得家戶收入人數的所得增加率都略低於

低所得家戶。 在相同分量下, 1986 年內陸區域的家戶所得收入人數的所得增加率約高

沿海區域 5%, 到 1997 年則增加為 10%。 但在 2006 年兩區域間的差異變化則不同,

沿海區域在中低所得之下的家戶其家戶所得收入人數的所得增加率約高內陸區域 5%

到 10%,高所得分量家戶的差距則不明顯。

再者, 針對各年度的沿海與內陸區域城市所得差異, 條件均數的 OB 拆解結果顯示,

兩區域的平均 「取對數後的家戶總所得」 差異, 大約高達 90% 的差異都是因兩區域經

濟環境差異而造成, 兩區域平均家戶特性不同所造成的所得差異小於 10%; 而條件分

量的 OB 拆解結果則進一步指出, 平均家戶特性差異對於兩區域低分量所得家戶間的

差異具有較為關鍵的影響, 但對高所得家戶而言則否。 但整體而言,經濟環境的不同仍

是造成兩區域相同所得分量家戶下的所得差異主因。 此外, 進一步根據家戶所得的重

建分配與擬真分配的估計結果, 我們也發現 1997 與 2006 年經濟環境變化對總所得

分配差異的影響比 1986 年更為明顯。

至於所得不均度的分析結果, 我們首先觀察到沿海城市家戶所得不均度高於內陸

城市, 主要是因為沿海城市家戶相較於內陸城市, 其富者越富 (而非窮者越窮)。 當我們

進一步建構重建分配與擬真分配, 並對沿海及內陸城市 Gini 係數的差異進行 OB 拆

解後, 我們也發現出沿海與內陸區域間家戶特性的差異的確是造成沿海區域較高 Gini

係數的一個原因, 但此影響逐年遞減。 其中, 因為家戶特性而造成的 Gini 係數差異, 在

1986 年時為 32.07%, 1997 為 9.33%而 2006 年僅為 3.78%。

綜合這些分析結果, 我們認為這幾年來中國大陸沿海與內陸區域城市的所得分配變

化與不均度差距, 主要還是受到中國政府先沿海後內陸的經濟發展政策所影響,而且此

影響並不是短暫即逝的。 雖然藉由相關政策的推行以拉近兩區域間的家戶特性, 或可

對所得不均度的改善有所幫助, 但我們的結果顯示其改善程度應仍不及經濟發展政策

轉向所直接造成的影響。 有鑑於家戶特性是瞭解家戶所得一個基本且重要的面向, 但

目前關於中國大陸區域的所得分配研究鮮少由家戶特性著手, 因此我們認為, 本文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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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架構與結果對於瞭解中國大陸這幾十年間的沿海與內陸城市的所得分配變化, 除了

提供了一個新的面向外, 相信也能對後續的相關研究提供一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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